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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城市密度时空特征演变及影响因子研究
□　李　云，罗　佳，陈嫣嫣，翟欣欣，张潇越

[摘　要]随着存量时代的到来，我国城市的非常规快速发展对规划决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合理管控城市密度一直是规划
决策的重要技术环节。深圳在改革开放后的大规模建设，导致空间资源(尤其是在原特区内)存量紧张、建设用地利用效率
低下等情况出现，因此对城市密度进行研究，已成为深圳高集约、高质量建设发展的重要前提条件。文章以深圳原特区为研
究范围，从宏观层面系统梳理了城市密度管控政策的发展历程，对城市密度的量化指标进行动态研究，分析各类型用地在
1999～2020年的时空演变趋势；以服务、交通、环境3个基础因子为变量与城市密度的量化指标进行相关性分析，为城市
密度管理实践提供技术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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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Evolution of Urban Density and Its Correlation with Influencing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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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s unusual and rapid urban development has put high requirements on urban planning decision making in the era 
of urban redevelopment. Urban density has been a crucial issue in urban planning decision making. In the early years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Shenzhen carried out large-scale and expansive urban construction, which has resulted in space shortage 
and low efficiency of land use. A study on the rational urban density has become a prerequisite for the high-density and high-
quality urban development of Shenzhen in the future. With the former special economic zone of Shenzhen as the study area, the 
paper studies the evolution of urban density parameters based on policies at different periods, analyzes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evolution of different land uses from 1999 to 2020, studies the correlation of urban density and service, transportation, environment 
with quantitative indicators, and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the management of urban den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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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如2012年深圳存量用地供应规模首次超过新增建
设用地规模 [2]。高密度的城市开发通过在空间上加大供
给，在一定程度上能保障城市建设的相对低成本及城市
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有效过渡 [3]。但在制定城市区域致
密化的空间策略时也应考虑城市环境的具体状况，并客
观评估特定场地所带来的挑战与机遇 [4]。作为资源紧约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要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新时代的中国城市建设发展方
式，正由粗放式的规划转向精细化的管控 [1]，由单一追
求经济效益转向推进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格局。
在城市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土地资源紧缺问题持续凸显，
各地开始逐渐向以存量优化为主的城市发展路径积极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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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的高密度“速生城市”，城市开发强度
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平衡对规划决策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本文重点讨论在城市密度
政策的有效管控下深圳密度空间的动态变
化特征，依据实证客观审视城市空间的发
展态势，希望能为城市空间品质的提升奠
定研究基础。

1相关概念

长期以来，关于城市密度的讨论一直
与城市形态和城市生活质量有关[5]。城市
密度是衡量城市建设发展的指标集合，不
仅包括地块密度，还包括人口密度、产业
密度等。本文所指的城市密度是基于空间
性质的密度，指的是城市功能上的密集程
度，体现为在特定的城市环境下人对物质
资源的分配及利用效率[6]。城市密度的基
础定量指标为容积率及建筑密度，人们通
过对城市密度进行分阶段设计及调整，使
其成为在规划实践中控制与指导城市建设
活动的有力工具，以达到集约节约利用土
地和满足居民日常行为需求的目的。在城
市化进程中，城市转向高密度建设是我国
城市发展的必然规律，是应对空间需求增
长的直接表现，因此需要对城市密度空间
进行精细化管控，从而引导城市紧凑集约
发展[7]。但紧凑城市的理念并不是提倡过
高的城市密度，而是需以高质量的生活环
境为前提，以经济、环境及人本三者效益
最优化来设定合理的临界值 [3，8]。“密度
分区”的提出是为了弥补控制性详细规划
及法定图则在城市总体层面对密度控制的
缺失，是对全局性的城市建设总量进行管
控，通过空间划分及开发建设指标拟定达
到平衡优化分区建设量的作用[9]。
从理论发展角度来看，唐子来等人

以深圳经济特区为案例，开展了国内首
次以密度为对象的专项研究，从宏观、
中观、微观层面提出城市密度分区的方
法体系，以服务因子、交通因子、环境因
子为核心构建基准密度分区模型 [10]。作
为上层次的规划依据，密度分区有助于提

高法定图则的科学性，完善以其为核心的
规划体系 [11]；有助于从城市发展的宏观
层面解决总量失控的问题，也能从城市分
区的角度对密度进行差异化管控 [1]。
从技术方法层面来看，国内学术界

就城市密度展开了多维度的数字化分析
研究，如杜岭等人基于GIS平台建立密
度分区基准模型—修正模型—扩展模型的
多层次方法体系，并结合实证分析提出
模型应用策略 [12]；王浩锋等人利用空间
句法及功能混合模型，对街道网络、用
地功能构成和土地开发强度之间的关系
进行定量分析，从宏观和微观视角总结
了城市密度的空间分布规律与特点 [13]；	
杨晓楠等人基于省域尺度构建城市综合
密度评价体系，对城市密度进行空间自
相关分析及双变量相关性分析并得出其
分布特征和影响因素 [14]；周军等人将交
通承载力作为密度分区评估及地块容积
率测算的定量分析指标，建立交通承载
力与城市密度互动评估模型，科学确定
城市密度分区方案 [15]。
综上所述，现有的城市密度理论研

究主要集中在基于规划管理经验的定性描
述及对相应制度的反思，在数字化研究方
面，大多数学者仅聚焦于利用静态密度
数据对密度分区方法体系进行测算及评
估，缺乏对具有动态性、时空性的密度演
变进行实证研究。本文采用政策梳理与实
践案例结合的方式，先对深圳近四十年的
密度管控政策发展历程进行梳理，再在定
量研究方面引入时间维度，客观评价深圳
1999～2020年城市空间密度的形成特征
及演变规律，以服务、交通、环境3个与
城市生活质量及城市形态密切相关的重要
关系因子为变量，来检视在高密度城市开
发环境与密度分区管控政策引导下其对深
圳城市密度的影响。

2研究对象及方法

2.1数据及研究范围
分析工作所利用的数据包括1999年

及2020年深圳原特区内的建筑数据和城
市建设用地数据，其中1999年的建筑数
据来源于深圳年度建筑普查，城市建设
用地数据源于《深圳市城市总体规划检
讨与对策(2001)》。
本文在分析过程中应该考虑到结果

数据需反映出城市密度时空演变的一般
规律，即在空间上应该保持地域范围的
一致性，故选取深圳原特区作为研究范
围。为使1999年及2020年的数据具有
可比较性，本文将建筑与用地统一归类，
具体归类为区域设施用地、商业办公用
地、居住用地、工业用地、仓储用地、
公共服务设施用地、在建用地。

2.2研究方法
依托ArcGIS空间平台，从宏观与微

观两个层面对空间数据展开详细分析。在
宏观层面对1999～2020年深圳原特区
(包括福田区、罗湖区、南山区及盐田区
4区 )综合容积率及建筑密度的演变规律
进行研究，分析各辖区城市密度的空间分
布及不同类型用地密度的时空演变差异；
在微观层面按照500　m×500　m的空间尺
度将原特区内的用地划分为1　808个地理
单元格，通过矢量分析工具计算每个单元
格内的容积率、建筑密度及路网密度，再
结合城市密度分区基准模型的影响因子进
行相关性分析，进一步探究其演进特征。

3深圳城市密度管控政策发展历程

3.1有密度无分区的土地粗放开发
(1980～ 2004年 )
自1979年以来，深圳开展大规模的

城市建设活动，因特区建设速度过快，
1984年底全市经济与社会发展情况已远
远超过了1982年出台的《深圳经济特区
社会经济发展大纲》中对	1985	年所规定
的城市发展指标。1986版深圳市城市总
体规划奠定了深圳未来城市发展的主要
结构—带状多中心组团式规划结构。其
中，首次对规划居住用地进行密度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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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开详细的容积率指标指引。规划高层建
筑主要分布于福田区及南头中心区一带，
容积率上限为1.5，但多以1.1和 1.2为
主。为进一步形成指导城市规划和建设的
地方规章，借鉴香港经验，《深圳市城市
规划标准与准则》(以下简称为《深标》)
于1990年正式试行。1990版《深标》的
主体内容与国家标准几乎一致，其中对
城市建设用地分类、各类用地的比例标
准、公共设施的配套指标和项目设置作
出设定，但对城市密度的管控尚不明确。
1996版深圳市城市总体规划虽然立足于
“全境开拓”的战略政策，但是与20世
纪80年代出台的规划相比，显然已从发
展转向控制，不再是一味寻求办法对城
市进行扩张，而是以控制来减少暴涨的
人口规模对规划的冲击[16]。2000年以后，
随着全市的建设重心逐渐向关外转移，
2004版《深标》进一步控制住宅开发强度，
设定新建小区及旧区改造的绿地率指标下
限，以提高城市环境质量。但关外地区粗
放的外延式扩展导致空间资源利用效率持
续下降，特区内的土地供应占全市土地供
应比例从2000年的26%下降至2005年
的6%，关内外亟需一体化发展的信号越
发明显(图1)[17]。

3.2 资源紧缺下的存量优化转变
(2005～ 2013年 )
2005年，为破解“四个难以为继”

的发展难题，深圳进入了全新的发展转

型阶段—由增量扩张向存量优化转变。
在资源紧约束的背景下，特区内外建
设的不均衡发展进一步扩大。国务院于
2010年批准深圳经济特区的行政范围覆
盖全市，意味着“二线”分隔特区已成为
历史，需以关内外一体化统筹全市资源来
破解空间制约难题。随着轨道交通线路的
开通，深圳进入了多线运营、关内外地区
并行发展的黄金时期，城市更新建设和空
间结构优化在更广阔的空间腹地展开。
2003年，基本生态控制线在第一轮

近期规划中提出，既是落实1996版深圳
市城市总体规划对市域范围内生态绿地的
统筹规划，也是应对建设用地快速无序扩
张导致生态环境问题而采取的空间资源管
制的先行实践 [2，18]。在总结前三版深圳
市城市总体规划的基础上，2010版深圳
市城市总体规划明确提出了“严控增量，
存量挖潜”的空间战略，突破了以往以增
量建设用地来支撑城市发展的思维，转向
“向空间要效益”的发展模式 [19]，并首
次提出城市密度分区规划，在深圳实行差
异化的密度分级管制。2009年，《深圳
市城市更新办法》正式发布，大量使用
效率低下、环境质量差的建设用地有了统
一的规范来指导改造，城市更新制度初步
建立。2013年《深标》修订，修订成果
新增“密度分区与容积率”章节，提出四
大类用地及其混合使用的地块容积率的确
定方法与指引区间，研究成果被转换为技
术规范指引地块开发强度的拟定。

3.3格局理性下的精准控制(2014年
至今)
在2004版《深标》和2010版深圳

市城市总体规划的基础上，深圳市人民政
府印发2014版《深标》并试行，以促进
土地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提高城市精细化
管理水平。2015年，为推动城市更新工
作有序开展，深圳市委发布了《深圳市
城市更新单元规划容积率审查技术指引
(试行 )》，旨在进一步规范城市更新单
元规划容积管理。2017年，深圳市规土
委发布的关于《深圳市城市规划标准与
准则》局部修订(第4章密度分区与容积
率)条文草案和说明，明确将“地下空间”
中规定的建筑面积纳入“容积”统一管理。
因城市发展需求及规划调整，城市建设
用地密度分区在2018年被重新修订。这
一版修订对地块容积率的控制力度加大
且更加精准，优化了计算方法，关内外
统筹协调，使差异逐渐趋于平衡。可见，
深圳市政府对密度分区管控政策的动态
修订机制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及
时对接各类上位规划及相关政策调整对
城市建设的传导；另一方面则是在对整
体格局的理性预判下，根据城市发展中
面临的问题对用地开发进行更加精细化
的管理与控制，以应对更加复杂多变的
存量发展诉求(图2)[20]。

4深圳城市密度演变特征与影响
因子相关性分析

4.1城市密度时空演变基础特征分析
1999年，原特区内综合容积率为1.01，

容积率在3.5以上的片区集中于罗湖区及
福田区。自1980年深圳特区成立后，城
市规划建设的起点是罗湖中心区，这是深
圳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商务中心区。20
世纪90年代初由于市场对商务空间的需
求，罗湖区东部因梧桐山阻碍了城市连片
发展，故向西扩展开始建设福田中心区[21]。
从土地利用角度看，1999年罗湖区商业
办公用地的开发强度远高于其他功能用

图1		居住用地分布规划的容积率示意图
资料来源：1986版深圳市城市总体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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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公共服务设施用地的容积率为0.82，
高于其他三区，这也与其当时的辖区职能
相契合，中心区格局已基本形成；1986
版和1996版深圳市城市总体规划确定了
福田中心区的地位，即深圳特区第二个
以金融商贸与文化为发展目标的商务中
心区，居住用地比例约为全区已建设完
成用地的1/2，商业与办公用地容积率为
1.54，有较多密度提升空间可供城市发展
建设；南山区的用地结构以居住用地和
工业用地为主，工业用地容积率高于区
内商业办公用地容积率，这与南山区当
时的产业类型相匹配；盐田区综合容积
率较低，大量土地尚未得到开发。
各类型用地的平均容积率由低到高

排列的顺序依次为商业办公用地、居住用
地、工业用地、公共服务设施用地、仓储
用地、区域设施用地。其中，商业办公用
地及居住用地的容积率高于平均容积率，
这和各类用地的实际需求及开发限制相
关，以此实现土地的最大开发价值；区域
设施用地的容积率最低，远远低于平均值，
这和各类交通设施用地在城市中大多数以
土地而非建设性土地存在有关。
2020年，原特区内综合容积率为

2.81，福田区综合容积率居四区之首，其
后分别为罗湖区、南山区和盐田区。自
2010年起，特区政府开始建设第三个商
务中心区，位于南山区的前海中心。各
行政区经过四十年发展建设逐步形成成
熟完善的城市功能中心，承担着不同发
展阶段的历史使命，在服务辖区内部的
同时也辐射周围区域，形成溢出效应以
带动其他用地建设发展。居住用地及商
业办公用地容积率的增长及增幅均较高，
随着经济发展及产业升级转型，仓储用
地及部分工业用地外迁至地价更低的中
心区外围地区。福田区仓储用地容积率
最高(2.95)，福田保税区新增若干仓储建
筑、物流大厦等。深圳市政府出台《深
圳市工业及其他产业用地供应管理办法》
等多项扶持政策促进产业用地节约集约
利用，多途径破解空间约束困局，对产

图2		深圳城市密度管控政策发展历程示意图

行政
区

综合容积率 居住用地容
积率

商业办公用
地容积率

公共服务设
施用地容积
率

工业用地容
积率

区域设施用
地容积率

仓储用地容
积率

1999
年

2020
年

1999
年

2020
年

1999
年

2020
年

1999
年

2020
年

1999
年

2020
年

1999
年

2020
年

1999
年

2020
年

福田
区

1.36 4.20 1.73 5.19 1.54 6.09 0.74 1.73 0.98 2.60 0.57 1.19 0.32 2.95

南山
区

0.75 2.32 1.29 4.21 0.42 2.27 0.35 1.03 0.75 1.98 0.15 0.61 0.30 0.58

罗湖
区

1.72 3.38 1.85 3.85 3.63 6.85 0.82 1.20 1.60 2.07 0.32 1.24 1.00 1.72

盐田
区

0.20 1.23 0.27 2.19 0.16 2.35 0.19 0.99 0.30 2.48 0.06 0.04 0.31 1.05

原特
区

1.01 2.78 1.53 3.86 1.42 4.39 0.56 1.24 0.87 2.28 0.16 0.77 0.58 1.58

表 1  1999 年及 2020 年深圳原特区容积率一览

增量时代

自征地 城市化统征

·1986版深圳市城市总体规划对
居住用地容积率指标作出指引
·1990年颁布第一版《深标》
·1997版《深标》将村庄建设用
地独立于城市建设用地之外
·《深圳市城市总体规划 (1996—
2010)》大力促进城市开发方式
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2003年，《深圳法定图则编制
技术规定》印发
·2004版《深标》增加城市地下
空间利用的规划设计准则
·2004年，《深圳市城中村(旧村)
改造暂行规定》印发，鼓励国内
外有实力的机构通过竞标开发
或者参与开发城中村改造项目，
提出容积率优惠政策

有密度无分区
·对特定用地以相关标准值作容
积率限制，但并未针对不同区域
进行整体差异化控制
·政府通过政策优惠推动旧城改
造工作
·开发方式相对粗放，城市新增
建设用地增量较大

·2008年《深圳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暂行办法》颁布，
加强对深圳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管理，促进地下空间资
源的合理开发利用
·《深圳市工业结构调整实施方案 (2008—2010)》提出
加快老工业区整合改造，促进土地集约利用，把土地利
用的重点从开发增量转向盘活存量，提高土地容积率
·2009年《深圳市城市更新办法》印发，对特定城市建
成区 (包括旧工业区、旧商业区、旧住宅区、城中村及
旧屋村等 )进行综合整治、功能改变或者拆除重建的活
动
·《深圳市住房保障条例》提出在城市更新改造过程中，
规定搭配建设一定比例的保障性住房
·《深圳市城市总体规划 (2010—2020)》提出工作重点
由增量空间建设向存量空间优化转变；严格控制新增用
地规模，逐步增加改造用地规模，实现用地模式由增量
扩张为主向存量改造优化为主的根本性转变
·2012年《深圳市城市更新办法实施细则》印发，优化
城市更新地块计价方式
·2013年《深圳市法定图则编制容积率确定技术指引(试
行 )》印发，对2010版深圳市城市总体规划中的密度
分区作出容积率指引

以提高城市容量，保障存量开发
·加强对城市地下空间的开发建设与规范管理
·把土地利用的重点从开发增量转向盘活存量，提高土
地容积率
·严格控制新增用地规模，逐步增加改造用地规模
·重视住房保障与公共利益

·2014版《深标》新增新型产业用地；划定城
巿建设用地密度分区，密度分为六区
·2016年《关于支持企业提升竞争力的若干措
施》印发，提出促进产业转移，增大产业用地
供给
·2017年《深圳市城市更新单元规划容积率审
查规定 (征求意见稿 )》发布，规范城市更新
单元内容积率审查标准
·2018年 6月《深圳市综合整治类旧工业区升
级改造操作规定 (征求意见稿 )》印发，在符
合《深标》的前提下，按移交用地面积与规划
基础容积率的乘积予以建筑面积奖励
·2018年6月《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棚户区
改造工作的实施意见》印发，提出以公共利益为
目的拆旧建新，采取“由各区政府主导，以人才
住房专营机构为主”的模式
·2018年《深圳市工业区块线管理办法》印发，
该办法对工业区块线的划定作出标准
·2018版《深标》更新城市建设密度分区，取
消密度六区；相应增加各类用地的基准容积上
限；提出容积概念—奖励容积、基准容积、
转移容积；修改容积计算公式

精准控制
·划分城市建设用地密度分区，并适时动态调
整工业用地升级改造
·优化容积计算方法，引入基准容积、奖励容积、
转移容积概念划定工业区块线
·优化城市更新单元容积率审查技术

城市化统转 土地整备

存量时代 土地空间
利用

土地征收
储备

密度分区

旧城镇更新
改造
( 旧村、工
业区 )

城中村改造
( 旧村、旧
城、工业区)

城市更新
(旧商业区、
旧住宅区、
城中村、旧
屋村 )

棚户区
改造
( 老旧
住宅、
违规建
筑 )

城市更新
发展

有密度有分区

第三阶段 (2014年至今 )第二阶段(2005～2013年)第一阶段 (1980～ 2004年 )

有密度无分区

1980年

1990年

1992年

1993年 1998年

2003年

2004年 2009年

2011年

2012年

2014年

2018年 至今

主
要
事
件

阶
段
特
征

深
圳
城
市
密
度
控
制
政
策
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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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载体空间进行容积率调整，通过更新
整备提升经济密度，释放更多产业发展
空间。
从GIS可视化分析中可以看出，

1999～2020年深圳原特区内的容积率整
体呈上升趋势，容积率增幅较大的区域主
要分布于福田区、罗湖区西侧及南山区中
南部，福田区及罗湖区形成两个明显的高
密度中心聚集区域(表1，图3)。罗湖区
作为老城区，在用地上强调集约节约利用
存量空间，以旧城更新为主；福田区的商
业办公用地容积率赶上并超过罗湖区的综
合水平，成为综合密度最高的区域；南山
区由于大力实施填海造陆工程及市政建设
工程，综合容积率的增长幅度受到限制，

但其居住用地容积率增速明显，工业用
地也形成了明显的集聚；盐田区由于自
然因素限制，发展缓慢，在用地建设开
发方面与其他区域有所不同，其拥有大
型运输港口，在用地布局之初会设置更
多的区域设施用地和仓储用地，然而这
两种类型的用地多为低强度开发用地，
对盐田区整体密度演变造成影响。
1999～ 2020年，深圳原特区内建

设用地的建筑密度整体呈正向增长，综
合建筑密度从26.4%提升到27.5%。南
山区北部、罗湖区西北部及盐田区中西
部逐步被开发利用，完善各行政辖区内
部的配套设施建设(图4)。从用地类型上
看，各类用地综合建筑密度增幅由高到

低的顺序依次为区域设施用地、商业办
公用地、居住用地、工业用地、仓储用地、
公共服务设施用地，其中商业办公用地
综合建筑密度提升幅度达到6.6%，2014
版《深标》规定了商业用地的建筑覆盖率
上限，但并未将其作为强制性内容。深圳
典型的小街区开发模式与政策引导在一定
程度上能鼓励打破“高层低密度”的传统
理念，创新多元商业空间形态 [22]。总体
来看，二十一年的城市发展使梅沙及深圳
湾滨海岸线建筑密度显著提高，陆海统筹
及城市建设项目实施的有效协同在更加科
学成熟的规划指导下稳步推进；中心城区
地段仍以既有中心区规划建设与旧城更新
为主，建筑密度也呈增长趋势(表2)。

图 4		1999 年及 2020 年深圳原特区综合建筑密度分析图

图 5		1999 年及 2020 年新增商业中心 700　m服务半径范围内土地利用分析图

图 3		1999 年及 2020 年深圳原特区综合容积率分析图

1999 年深圳原特区综合容积率 2020 年深圳原特区综合容积率 1999 ～ 2020 年深圳原特区综合容积率演变

1999 年深圳原特区综合建筑密度

1999 年新增商业中心 700　m服务半径范围内土地利用 2020 年新增商业中心 700　m服务半径范围内土地利用

2020 年深圳原特区综合建筑密度 1999 ～ 2020 年深圳原特区综合建筑密度演变



732022 年第 5 期    第 38 卷

4.2基本影响因子与密度空间演化
趋势分析
以唐子来所提出的密度分区方法体

系中基准模型的服务、交通、环境三大
基本影响因子为切入点展开研究，进一
步探析其与城市密度演化趋势的内在联
系及影响程度。因基准模型中的基础因
子与密度指标(容积率及建筑密度)演变
呈现出显著性(p＜0.05)，即不具有正态
性特质，故使用Spearman相关系数进
行相关性分析。
4.2.1服务区位
自罗湖CBD及福田中心区开始全面

建设以来，原特区内新增若干商业中心
项目，商业、服务业设施不仅是提高区
域日常生活品质及城市活力的重要因子，
其规模与集聚力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城市
经济发展效率的体现形式。以700　m(步
行10分钟 )为服务半径，探析1999～
2020年新增商业中心服务范围内的土地
利用及密度变化，以表征服务区位对城
市密度的影响程度(表3，图5)。
1999年深圳原特区内的商业中心仅

包括罗湖及华强北一带，为了使二十一年
间商业区的兴建对城市密度的影响具有可
比性，在空间上选取相同的用地范围进行
比较分析。分析结果显示，在700　m服
务范围内，商业办公用地、居住用地及工
业用地容积率增量较明显，其余功能用地
也呈正向增长；商业办公用地的面积及
密度增幅大于居住用地，在资源紧缺及
城市紧凑发展的背景下，城市中心区内
以商业办公建筑取代部分住宅，能获得
更理想的城市经济效益；仓储用地的面
积及建筑密度都呈下降趋势，这也与仓
储用地及部分工业用地整体向原特区外
转移的空间演变特征相符合；工业用地
容积率及建筑密度增加，一方面是新型
产业用地的兴起及“工业上楼”的政策
红利导致开发强度提升；另一方面是新
型产业用地允许更高的混合功能比例，
与其他用地的土地兼容性自然也越高。
总的来说，商业中心区位对城市密

用地类型 总建筑面积
变化 /m2

基底面积
变化 /m2

用地面积
变化 /m2

容积率
变化

建筑密度
变化 /%

居住用地 49　318　097.48 1　310　876.06 2　206　309.22 3.30 4.52
商业办公用
地

47　647　513.44 1　578　233.61 4　682　824.35 3.94 4.03

公共服务设
施用地

8　473　225.50 724　596.78 1　854　823.11 1.20 4.54

工业用地 4　306　425.06 150　645.42 1　099.32 2.54 8.87
区域设施用
地

1　098　786.20 389　686.05 636　302.98 0.44 23.11

仓储用地 ﹣51　597.37 ﹣51　886.73 ﹣136　179.62 0.36 ﹣5.07

表 3  新增商业中心 700　m 服务半径范围内土地利用变化

度，尤其是对居住用地、商业办公用地
及工业用地的密度变化存在一定影响，
是城市中聚合多元功能的“黏合剂”。
对于商业中心的规划既应该对具体业态
作出更加精细化的用地类型安排，也应
该在保证合理密度开发的基础上形成磁
力中心，优化土地利用再分配。
4.2.2交通区位
1999～2020年期间，深圳原特区共

计增加道路总长为1　042.39　km，其中支

路占比最大，占总道路增量的68.53%，
次干路占19.20%、主干路占10.27%。支
路作为居民日常出行最重要、最基础的
组成部分，是居民能够最直接感知到的
城市公共空间。支路建设既能提高区域
活力、提升区域亲切性及宜居性，又能
疏解一部分城市重要交通干道的车流压
力。从1999年及2020年深圳原特区综
合路网密度及增量分析可知，城市建设
在不断西移，前海中心的道路空间骨架

对比项 综合道路总长度 /km 主干路总长度 /km 次干路总长度 /km 支路总长度 /km

1999年数据 824.83 223.21 177.20 237.99
2020年数据 1	867.22 330.19 377.44 952.32
道路增量 1	042.39 106.98 200.24 714.33

表 4  1999 ～ 2020 年深圳原特区内各类型道路增量

行政
区

综合建筑
密度

居住用地
建筑密度

商业办公用
地建筑密度

公共服务设
施用地建筑
密度

工业用地
建筑密度

区域设施用
地建筑密度

仓储用地
建筑密度

1999
年
2020
年
1999
年
2020
年
1999
年
2020
年
1999
年
2020
年
1999
年
2020
年
1999
年
2020
年
1999
年
2020
年

福田
区

29.2 33.1 33.4 35.7 24.0 32.8 20.0 24.8 31.9 37.4 16.0 38.1 30.8 42.3

南山
区

23.6 25.6 29.7 32.4 13.5 19.8 11.1 14.1 32.1 35.2 11.0 19.5 16.5 19.5

罗湖
区

32.4 33.1 33.3 45.4 43.2 45.4 20.6 21.0 44.1 40.2 16.7 22.8 34.6 33.2

盐田
区

20.6 18.2 26.9 24.6 15.6 24.6 18.7 16.7 30.0 37.9 5.9 1.9 31.2 24.5

原特
区

26.4 27.5 30.8 34.5 24.1 30.7 17.6 19.1 34.5 37.7 12.4 20.6 28.3 29.9

表 2  1999 年及 2020 年深圳原特区建筑密度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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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基本形成，南山区成为重点建设区域，
道路网增量主要分布在粤海、蛇口一带；
福田区道路网建设相对完善，增量主要
分布于会展中心、莲花山南侧一带；罗
湖区作为配套设施成熟的老城区，街道
的品质提升及城市设计是下一步城市特色
营造的重点；盐田区作为原特区内开发建
设滞后的区域，道路的建设主要是完善区
域内部交通网络，未来应重点强调对外连
通，补齐对外交通短板，打造宜人宜居的
慢行交通系统(表4，图6)。
利用网格数据对道路增量和各功能

用地容积率、建筑密度变化进行相关性
分析，结果显示：①道路总增量及支路
增量与总容积率、居住及商业办公用地
容积率增量呈显著正相关，次干路增量
仅与总容积率增量呈显著相关，这表明
支路作为承接居民日常行为活动的重要
载体，与容积率演变特征的联系最为紧
密。②道路总增量及支路增量与商业办
公用地、工业用地建筑密度增量具有相
关性，产业业态及其空间结构的升级转
型与“窄街区，密路网”的城市形态转
变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影响；次干路增量

与居住用地、商业办公用地建筑密度增
量呈正相关，主干路增量与容积率、建
筑密度增量关系均不明显(表5，表6)。
4.2.3环境区位
环境因子对城市密度空间演化的影

响主要是以500　m×500　m网格为操作
对象，对每一个网格求取其周边8个网
格所包含的1999～ 2020年深圳原特区
内公共绿地增量的总面积，将其表征为
每个网格的受影响程度。当网格周边存
在多个含有公共绿地的网格时，其受影
响程度通常较大(图7)。
从相关分析可以看出，受公共绿地

影响程度变化与商业办公用地容积率演
变呈显著相关性，即公共绿地增量与其
周边商业办公用地容积率存在显著相关
关系(建筑密度与其无显著相关性，故不
列出表格)。公共绿地作为高密度城市“呼
吸的肺部”，关系着人们的日常行为活
动与公众健康。高强度的商业开发是顺
应时代的趋势，未来在城市规划与开发
建设时，应更注重在中观层面对城市公
园、绿地等公共空间指标的控制，在一
定程度上能对商业办公用地的密度管控

起到优化作用，从而提升空间环境品质，
促进激发城市活力(表7)[23]。

5结语

城市密度在发展过程中受到地理区
位、城市经济、产业模式、人口密度等
多种因素的影响，俨然已成为复杂多元
的管控对象。本文首先系统梳理了深圳
城市密度管控政策，其演变特征精准对
应各个时期城市建设发展的侧重点与定
位目标。其次，以实例验证了密度分区
模型的三大核心影响要素(服务、交通、
环境)均对城市密度量化指标的演变具有
不同程度的影响。其中，服务区位与居
住用地、商业办公用地、工业用地的密度
增长存在显著相关性；居住用地、商业办
公用地密度变化受交通区位中的道路总增
量及支路增量的影响最为显著；环境因子
与商业办公用地的容积率变化呈正相关，
即在拟定商业办公用地的开发强度时，可
以将一定范围内的公共绿地等环境指标作
为修正要素综合考虑。最后，以深圳市这
一具有较强特殊性的超大城市作为研究对

图7		1999 ～ 2020 年深圳原特区内公共绿地增量分布及影响程度分析图

图 6		1999 年及 2020 年深圳原特区综合路网密度分析图

1999 年深圳原特区综合路网密度

1999 ～ 2020 年深圳原特区内公共绿地增量分布 1999 ～ 2020 年深圳原特区内受公共绿地影响区域及程度变化

2020 年深圳原特区综合路网密度 1999 ～ 2020 年深圳原特区综合路网密度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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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期望能为我国城市密度的一般性演变
特征提供理论上的参考依据。
在城市密度分区的制定过程中不可

避免地会出现许多矛盾与现实问题，需要
及时适时调整相关政策的着重点，扩大政
策的作用范围并多角度管制多元客体，针
对性地细化城市密度管控指标体系，建立
有保障、有成效的监控评估体系，在科学
的价值取向下指引城市空间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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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总建筑密度 居住用地建筑密度 商业办公用地建筑密度 工业用地建筑密度

道路总增量 ﹣0.021 0.009 0.094** ﹣0.063**
主干路增量 0.024 0.029 ﹣0.001 ﹣0.006
次干路增量 0.007 ﹣0.047* 0.059* 0.001
支路增量 ﹣0.024 0.015 0.085** ﹣0.063**

表 6  道路增量与各功能用地建筑密度变化相关性

项 居住用地
容积率

商业办公用
地容积率

工业用地
容积率

公共服务设施
用地容积率

仓储用地
容积率

区域设施用
地容积率

综合容积
率

受公共绿
地影响程
度变化

0.056	2 0.108* ﹣0.00	3 0.007	6 0.023	9 0.004	4 0.034	9

表 7  受公共绿地影响区域集程度变化量与各功能用地容积率变化相关性

注：“*”表示在 0.05 级别 ( 双尾 ) 相关性显著。

注：“*”表示在 0.05 级别 ( 双尾 ) 相关性显著，“**”表示在 0.01 级别 ( 双尾 ) 相关性显著。

项 总容积率 居住用地容积率 商业办公用地容积率 工业用地容积率

道路总增量 0.116** 0.158** 0.137** ﹣0.015	1
主干路增量 0.036	2 0.036	2 0.032	6 0.017	6
次干路增量 0.062** 0.041	3 0.034	7 0.024	7
支路增量 0.097** 0.152** 0.128** ﹣0.044	9

表 5  道路增量与各功能用地容积率变化相关性

注：“**”表示在0.01级别 (双尾 )相关性显著。


